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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对政治人物应有怎样的道德期待

梁文道

    我本来以为香港广播处处长朱培庆辞职只是香港这小茶杯里的风波而已，没想到原来有不少

内地媒体也很关注这事，不只报道，并且评论。它们的角度自然是要突出香港媒体的自由与发

达，香港社会民意力量的强大，以及香港人对官员道德水平的高度要求。的确，同样的事件要

是发生在内地，首先就不会有媒体擅自发布甚至拍摄一名高官与性工作者把臂同游的照片。其

次，所谓的“民意”也可能发作不起来，如果不是大家早就见怪不怪不以为意的话。最后，官员

更是犯不着为了这点小事就自行求去，除非是上级有压力。因此，朱培庆的丑闻反倒见证了香

港体制的优点。

　　可是再细想下来，香港社会对官员道德水平的要求难道就绝无可议之处吗？更根本的问题

是，我们到底该如何要求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准？它该高到哪个程度？我们又有什么方法确保公

职人员不会失德呢？回顾关于这次事件的讨论，可以发现，其实有不少人赞同朱培庆的解释，

觉得他在公余时间自己花钱冶游是他自己“私人生活”的问题，与“公务”无关，所以他没有理由

向公众交待详情，在这事上真正该问责的其实是他的太太。但与此同时，很多人又觉得他主动

请辞是正确的决定，因为他的形象已经受损，而“社会对于官员道德水平的要求是应该比一般

人要高的”。

　　为什么当官的人一定要比普通人有道德呢？这其实是一个沿袭传统但未经推敲的共识，好

像从政者都该是圣人，不只比一般人聪明能干，刻苦耐劳，还要比一般人更能抵得住欲望的诱

惑，在道德操守上堪为天下表率。我相信任何人只要静下来想一想，都会觉得这种要求是不合

理的。从政治权术的角度考虑，如果一个政治人物不只从政成绩优秀，还恰巧是个大善人，那

么他的声誉和威信自然更能令人拜服。但万一他只是个普通人，齐备了普通人皆有的七情六

欲，而且不时有逾矩的行为，那么他是否就此丧失了从政的资格呢？我们该记住即使是孔子，

也曾盛赞私德不够检点的管仲，说他有功于天下。难道我们竟然要比孔子还讲究道德吗？

　　但这又不表示政治家或者公职人员在操守上只要和一般人看齐就行了，因为他们占据了特

殊的职位，享有非常的权能，与社会大众有特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应该抽象地要求他们具

有更高的道德水平，而要从他们的职位和权能里推导出一组特定的道德规则，我们不能说官员

的地位高所以品德也一定要高；我们该说因为官员占有特别的职位权能，和公众有特别的权责

关系，所以才要有相应的伦理信条。简单地讲，从政者该遵守从政的专业伦理。如果一个官员

破坏了这套专业伦理，他不只对不起他的职位权能，更会伤及公众利益。这才是我们应该睁大

眼睛盯清楚的。

　　就以朱培庆这件事为例，他犯的错误大概有三条：一是光顾声色场所；二是被记者拍照时

惊惶失措；三是事后透过属下香港电台的公关发表声明，说当晚他身边那名女子只不过是朋友

的女伴。第一条错误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是私生活的事，既与公众无关，也与其权能职位无

关。如果我们接受性工作是正常的工作，性交易是正常消费活动的话，他甚至根本就没有犯

错。第二条错误就更只是公关反应的技巧问题了，我们可以说他处理得不够机智不够成熟，破

坏了他一贯的稳重形象，但这实在和道德扯不上边。

　　直至目前，香港传媒与大众最关心的就是这两条了。朱培庆被记者拍到的丑态固然是市民

讪笑的题材，当晚他和那名女子到底干了什么事更是越挖越细，大白于天下。可是，那第三条

错误却被大家轻易放过了，恍如过眼云烟。若按照前面所说的从政专业伦理来看，这第三条错

误才是最严重的。首先，这是一个谎言，那名女子根本不是朱培庆口中的“朋友的女友”，而是

他花钱请来的性工作者。政治人物公然说谎，当然会令人联想到他是否也会在关涉公众利益的



事务上欺瞒大家了。其次，就算我们采取最宽容的态度，觉得这个谎言与公众无关，但它是一

个很重大的错失，因为这个谎言是透过政府部门——香港电台的公关发出的。换句话说，朱培

庆冶游也好，失仪也好，都和他的职位权能无关，反而他事后回应的方法才是真正违反了公职

人员专业伦理，因为他利用职位和政府机器去撒了一个谎，与滥权无异。

　　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谎言看做焦点，却都跑去关心他那私人生活的作风问题呢？除了朱培

庆担任公职三十年来建树颇多，尽忠持重，大家不忍多加追究之外，这里还有一个更广阔的社

会背景。且以美国战后两次著名的弹劾总统案为例，第一次是尼克松，第二次是克林顿。在尼

克松案里，弹劾的理由分别是他隐瞒水门事件的窃听内情，以及动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

等国家机器去针对政敌；在克林顿案里，弹劾的理由则是他在和莱温斯基的性丑闻上公然撒

谎。任何人都能明显看出，尼克松所犯的罪行要比克林顿严重多了，他滥用职权破坏了美国的

国家体制，而克林顿犯的却是一个严格来讲与公众无关的“私德”错误。为何在短短二十多年

间，美国议会弹劾的理由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首先，从美国开始，最近三十年来世界上许多地方社会气氛都有道德保守化的倾向，公众

对道德问题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香港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与性有关的议题近来动不动就成了

社会分歧的引爆点。更准确地说，这还不是道德的保守，而是道德的偏向。因为我们虽然很关

心包括政客在内的公众人物有没有嫖妓，有没有婚外情，但却从不理会他们有没有同情心，是

否仁善公正。对一些力倡道德重建的团体来讲，一个政治家是同性恋的罪恶甚至比他毫不关怀

弱势群体的麻木不仁还要重。一个议员可以言而无信，实际投票结果与他事前所言截然两样，

但他却绝对不能有婚外性行为，仿佛他的性生活和公众更有关系似的。莫非只有性才是道德领

域的议题吗？

　　其次，媒体的琐碎化与相应的“政治化术”(Spin)也有一定程度的责任。报刊固然越来越喜欢

政治人物的小故事，说说他们放假去何处旅行，孩子又在什么地方上学工作。同时政治人物也

越来越不介意公开一点自己的私生活，好营造一个立体的人格形象，让百姓觉得他很亲民。加

起来的效果就是把公众视线从更严重的政治议题转到政客的个人身上，如果今天的政客比从前

少了私隐，狗仔队像追明星一样跟随他们，这也实在是大势所趋，咎由自取。

　　说回中国政治的现实，我们历来就很关心政治人物的道德操守，直到今天，中央政府仍不

时三令五申，要官员端正品行，可是，各级干部腐败失德的事件还是层出不穷。原因之一是许

多品德的要求陈义过高，没有从官员实际拥占的职权出发，反而像是要先找一个君子才请他当

官似的，非常不切实际。更重要的是，这些道德要求没有被翻译变化成具体的制度制约，根本

就难以操作。例如我们都不想再看见官员为了一己私欲就大兴土木，为自己修筑豪华办公楼，

为地方铺张大而无当的形象工程，可叫他们放弃浮夸作风就管用了吗？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品德

的问题，而是预算如何编订如何管控的权力监督问题；与其奢言道德，还不如贯彻分权制衡的

精神。

　　比起内地，香港或许胜在传媒上，但说到官员道德水平的准则，大家在观念上都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我们对政治人物操守的要求有多空泛，这条路就有多远。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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